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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生在 20 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史学界有广义和狭义之
说。广义的社会史论战包括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以及中
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 狭义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则指 20 世纪 30 年代有关中
国社会发展史的论争。本文涉及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就其狭义而言的。中
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其关注点在现实社会，旨在说明
中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以明确中国革命的对象与前途。中国社会史
论战虽然是由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引发的，却是通过历史研究来回答中国社

会的前途问题，因而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关中国社会
史论战 ( 包括广义和狭义的) 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学者已经进

行了多方面的探讨①，认为中国社会史论战促进了唯物史观的传播，扩大

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并使中国马克思主

义史学具有革命性和实践性的品质特征，也给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了以理

论思考和宏大叙事见长的基本特点。这些认识揭示了社会史论战对中国马

*

①

赵梅春、尹星腾，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光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一场争论———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回顾》

( 《东北师大学报》1983 年第 4 期) ; 叶桂生、刘茂林《中国社会史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
形成》 ( 《郭沫若研究: 学术座谈会专辑》，1984 年) ; 李勇《中国社会史论战: 对于唯物史观的
传播》 ( 《史学月刊》2004 年第 12 期) ; 孙旭红《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
(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3 年第 2 期) ; 张越《社会史大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论
析》 (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 年第 4 期) 等。其中，有学者讨论中国社会史论战对马克思主义
史学的影响时，或从广义的社会史论战出发，或就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而言的。



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但真正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成熟的，则是
马克思主义史家①在反思中国社会史论战基础上所进行的史学研究。正如
学者指出的: “社会史的论战确实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但这是
在论战基本消退后，何干之、吕振羽、翦伯赞等在总结、评议和重新研究
过程中实现的。”② 如果说，社会史论战促进了唯物史观的传播和中国马克
思主义史学的形成，那么有关社会史论战的反思和总结则使中国马克思主

义史学走向深入，并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体系。③ 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产生于五四运动时期，形成于社会史大论战中。20 世纪 30 年代
末至 40 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
在中国现代史学中的地位。而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成就则是
以反思与总结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为基点的。④

较早地对中国社会史论战进行反思的是王宜昌、李季、陶希圣、罗敦
伟等人。当社会史论战还在进行之时，他们就撰文对论战进行分析评论，
并指出论战所存在的弊端。⑤ 王宜昌指出: “人们都利用着历史唯物论研究
所得的结论作为根本的指导原则，而将中国的史实填进去。但同时是不能
了解清楚历史的唯物论，或是有意滑头而却借而修改而捏造了他们的所谓

唯物论。”⑥ 罗敦伟认为，无论是熊得山、陶希圣、周谷城、朱繁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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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将社会史论战定义为唯物史观学派内部的论争，参战者均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

家。本文所指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仅指 1949 年以后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者。
乔治忠: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探实》，《天津社会科学》2014 年第 5 期。
有关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性质，以往学者多将其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

学之间的一场论战，近来有学者认为这一定位是从政治立场界分学术派别，武断地缩小了马克思

主义史家的范围，没有认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正对手。若从纯学术的角度看，论战是在马克思
主义的话语体系内进行的，是唯物史观的内部争论 ( 陈峰: 《中国社会史论战学术定位再认识》，
《山东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 期) 。但无论在论战中还是对论战的反思、总结，后来被认为是马克
思主义史家的学者并未将“新生命派”“动力派” ( 托派) 视为同道，故本文论及的有关社会史论
战的反思、总结仅限于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家。
侯外庐论及其中国古史的研究时，指出: “我自己从事这项研究工作是有依据的，一是步

着王国维先生和郭沫若同志的后尘，二是继承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的绪统，我力求在这两个方面

得到一个统一的认识。” (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 ( 《读书杂志》1932 年 3 月，2 卷 2—3 期) 、李季《对于中国

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 ( 《读书杂志》1932 年 3 月，2 卷 2—3 期) 、罗敦伟《中国社会史论战
总评及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 ( 中国社会创造号，1934 年 7 月) 。王宜昌对论战中的以陶希圣为代
表的新生命派、新思潮派进行了批判，对论战中出现的四部代表作 (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苏联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任曙《中国经济研
究》) 进行了评论，并对社会史论战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王宜昌: 《中国社会史论史》，《读书杂志》1932 年 3 月，2 卷 2—3 期。



曙、郭沫若等人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还是各种杂志如 《新生命》 《新思

潮》《思想》等，“多是依据历史的唯物论这一根本原理，而没有正确地

叙述这一根本原理在中国社会史上如何运用。只可以说他们是没有仔细考

究方法论问题。有些简直是胡乱地应用他的所谓历史的唯物论，而有些如

郭沫若、任曙应用起历史的唯物论来，也因没有研究方法，而不免失之正

确。”① 这种批评应该说是正确地指出了社会史论战在方法上、史料的运用

上所存在的弊端。只是除陶希圣以外的学者，对社会论战的反思多停留在

批判的层面，既没有对唯物史观进行系统的研究与阐述，也没有对中国历

史进行细致的探寻，并运用正确的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实际。因而，很难说

完成了对社会史论战的反思和总结。这一任务在社会史论战结束后由马克

思主义史学家完成。他们在反思与总结社会史论战的基础上，不但对唯物

史观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释，而且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探索

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路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中国化，形成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体系。这里仅就 1949 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

国社会史论战之方法、史料运用的反思和总结作一粗略的探讨。

一 有关社会史论战之研究方法的审视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最先对中国社会史论战进行系统总结的是何

干之。在所著 《中国社会史论战》一书中，何干之认为社会史论战最大的

问题还是方法论问题，指出参加论战的学者 “对于历史方法论的了解，大

多数是在水平线之下，结果问题往往不能好好地提出来，问题提了出来，

又不能好好的讨论下去，常常陷入混乱的状态中”。但他没有对社会史论

战在方法论上所存在的问题作具体的说明。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通

过对社会史论战各方面的考察，认为缺乏对唯物史观正确的理解，以玩弄

马列词句为能事，这种教条主义地运用唯物史观是社会史论战之最大弊

端。翦伯赞指出: “如李季、王礼锡、胡秋原……等，都曾经对于中国社

会史加以一番检讨。但这些战士，不但是史料的收集不够，而且对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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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敦伟: 《中国社会史论战总评及中国社会结构的新分析》，《中国社会》创刊号，1934
年 7 月。载钟离蒙、杨凤麟主编: 《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辑，第五册《中国社会史论战
( 下) 》，第 235 页，辽宁大学哲学系，1982 年。



学的素养也不够。所以在当时他们都一致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词句为渊

博，主要在辩护其个人的偏见; 而忘记了现实的历史，忘记了马克思对历

史发展的整个见解，因而变成了经院式的诡辩，而不是史的唯物论之应

用。”① 论及以 《读书杂志》为中心所进行的有关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
( 中国历史发展阶段) 的论战时，他又指出: 论战者 “都一味忙于旁征博

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句，而忘记去研究具体的中国历史。争辩的

双方，都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不以事实去说明历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

史，从而，这一为了解决现实的革命问题而引发的历史研讨，反而离开现

实，变成经院派的空谈。”② 在翦伯赞看来，这些学者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理

论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而是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导中国历

史。故而他批评郭沫若对 “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陷入公式主义

的泥沼”③。吕振羽也有类似的认识，他指出: “当时的论战，有的在玩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也有不少人限于搬弄原理的公式主义，很少把握

到中国历史的具体性———除刘梦云等很少人以外，然而却开辟了新兴历史

科学的发展道路，初步动摇了实验主义的历史理论的基础; 当时除了那代

表地主买办阶级之陶希圣派的历史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半实验主义的理

论外，有些新史家也没有完全摆脱 ‘疑古’派的影响，误认殷代为中国史

的 ‘开幕’期，就是一个例子。”④ 论及有关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的论争时，

他进一步指出: 论争的各家 “都没有从活的具体内容与具体分析出发，只

是从理论宝库中去搬一些原理或公式。马克思、列宁学说的原理原则，无

疑地都是正确的，是我们所依以认识、研究和处理问题的指南，但仅凭原

理原则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只有依靠历史自身的具体内容，才最能帮

助问题的解决。”⑤ 侯外庐指出: “这个论战的最大缺点，即以公式对公式，

教条对教条，很少以中国的史料信征者做基本的立足点。”⑥ 20 世纪 80 年

代他回忆其社会史研究历程时，仍然认为 30 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在方法论

上所存在的弊端是教条主义与公式主义: “这场论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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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翦伯赞: 《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4 页。
同上书，第 193 页。
同上书，第 224 页。
吕振羽: 《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 页。
同上书，第 42 页。
侯外庐: 《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序》，五十年代出版社 1943 年版。



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没有很好消化，融会贯通，往往是以公式

对公式，以教条对教条。我看了当时群起攻击郭沫若的文章，想到一个问
题，即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修养而高谈线装书里的社会性质，是跳

不出梁启超、胡适 ‘整理国故’的圈套的。” “论战的另一个缺点是，不
少论者缺乏足以信征的史料作为基本的立足点，往往在材料的年代或真伪

方面发生错误。”① 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史家都认为中国社会史论战在方
法论上陷入了教条主义泥沼中，脱离中国实际，因而难以得出正确的

认识。

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家并没有停留在揭露社会史论战中所存在的弊端这

一点上，为了求得对中国社会史的正确认识，他们认为首先要弄清楚马克

思主义历史科学理论，其次要谨守考证辨伪的科学方法，使研究建立在可

信的基础上。为此，他们在理论研究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翦伯赞撰写了
《历史哲学教程》一书，结合中国历史实际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社会史论战时期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形势的各种

见解，提出了自己有关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系统认识。吕振羽著有 《中国社
会史诸问题》，对社会史论战中主要争论的问题如 “亚细亚生产方式”
“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问题”“中国社会发展诸阶段问题”，梳理了其论
争的起源、各家各派学者的观点，在分析批评各种观点之后，提出了有关
解决争论的方法和自己的认识; 同时还对中国社会 “停滞性”问题、民族
文化的继承问题等，进行了研究讨论。侯外庐则对马克思提出的 “亚细亚
的生产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以此为出发点探索中国文明发展的具
体道路。

这里我们以翦伯赞为例，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理论上是如何廓

清社会史论战时有关唯物史观的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的。翦伯赞 《历史
哲学教程》阐述了 “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 “历史的关联性” “历史的实
践性”“历史的适应性”等问题。“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讨论的是历史
发展规律问题，翦伯赞指出: “所谓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即关于历史上
各时代社会经济形态的诸构成之发生发展崩溃与由一形态向另一形态转化

之一般法则及其特殊形势。”② 他认为历史发展的一般性法则与特殊性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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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侯外庐: 《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历史研究》1984 年第 3 期。
翦伯赞: 《历史哲学教程》，第 60 页。



是辩证统一的。“人类历史的发展，都是经过同一的相续的诸发展阶段，

具有其一般法则。然而由于空间的地理环境等条件的歧异，也能给予以各
自不同的特殊性……虽然这种特殊性从属于一般法则，却又是个别民族历
史的具体内容的构成之重要契机。一般性与特殊性是统一的。”① 从这一观
点出发，翦伯赞对社会史论战所争论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剖析。亚细亚
生产方式是社会史论战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翦伯赞认为从普列汉

诺夫、马札亚尔、歌德斯到中国的郭沫若，或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解为东
方社会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发展中前阶级社会的一般形态，或
否认其存在性，违背了历史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这一原则，从

而陷入了地理二元论、图式主义的咬文嚼字或经院主义的抽象玄想，只有
科瓦列夫提出的相当于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时代之 “东方的”奴隶制的变
种，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正确的结论，“他一方面，从历史发展之一般
中抽出其 ‘东方’社会的特殊性，又从 ‘东方’社会之特殊性中把握其与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法则之关联”。翦伯赞明确指出: “我们可以肯定，所
谓亚细亚的生产方法绝不是一种属于古代 ‘东方的’法则，一种特殊历
史，也不是一种先于古代的一种社会构成，或氏族与奴隶社会的一种过渡

形态，更不是可以武断地说它没有独特的存在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它确实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种附有独特形势的奴隶制的社会构成，它不

仅存在于古代中国和埃及，也同时存在于俄国，存在于日本、印度、中央
亚细亚，它是古代希腊、罗马而外的一种普遍存在的奴隶制的变种。”② 有
关 “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也是社会史论战讨论的关键问题。翦伯赞认
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奴隶社会是氏族社会解体后出现
的一个历史阶段，一种普遍的必然的社会制度，在具体的发展上则可以表

现为各种程度不同的形态。基于这种认识，他批评郭沫若在这个问题上犯
了两个错误: 一是认为奴隶社会是从亚细亚生产方法发展出来的，而不是

从氏族社会发展而来的; 二是忽视东方社会的特殊性，牵强附会地将中国

的奴隶制说得像古代希腊、罗马的一样。对于那些否定奴隶社会的普遍
性，而认为只有古代希腊、罗马存在这种制度的见解，翦伯赞认为是受普
列汉诺夫的地理史观的影响，是历史的多元论在作祟，违背了历史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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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则性原则①。至于 “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一个关系到如何认识当
代社会性质的问题，陶希圣认为中国处于商业资本社会。翦伯赞指出，划
分历史时代的标准是生产方法，而不是附在生产方法上的任何次要东西。
商业资本的本质构成是货币及两极的商品，只负担商品的交换关系，并不

能代表一种独特的生产方法。只要具备货币与商品流通所必须的条件，任
何历史阶段都有商业资本存在，故而不能代表历史上一独立的阶段。在厘
清了这三个问题之后，翦伯赞指出: “只要我们的历史学家不在马列文献
上去咬文弄字，甚至割裂、歪曲马列的整个历史的唯物论，放弃学究主
义、公式主义，不用幻想去代替事实、用公式去嵌镶历史，而能正确地依
据历史的原理和具体的历史事实去研究历史，则对于交互错综的世界史的

构成及其一贯制发展法则，自然会明白的。”② 从这里不难看出，翦伯赞不
但正确地理解了唯物史观，以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分析社会论战中所涉及

的理论问题，而且还提出了正确理解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

在讨论“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之后，翦伯赞还分别讨论了历史发展在
时间上的连续性、空间上的相关性以及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的相互作用即
“历史的关联性”问题，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动力即 “历史发展的实践
性”问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相互关联即 “历史的适应性”问题，并
运用唯物史观原理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辩证分析。如他指出，历史从其总的过
程看，在时间上是向着一个继起发展的总的前程进行的，各历史阶段是相互

关联、相互制约的，在空间上各民族的历史是世界历史构成的一部或一环，

总是不断地受到周围诸民族的影响或影响其他民族。因此，他要求以发展联
系的观点从事历史研究，从历史的关联性认识历史的全面的发展。

在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后，翦伯赞对中国社会历史形势发展问

题进行了研究。他批判了胡适、顾颉刚以及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李季、

郭沫若、吕振羽等学者有关中国社会发展形势的见解，如他认为郭沫若有
关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 “陷入了公式主义的泥沼”，原因在于他对亚
细亚生产方法的含义未能彻底理解，忽视了 “奴隶制”的东方特殊性。对
于吕振羽有关中国历史进程的见解，翦伯赞基本同意，但又指出其论及封

建社会内部各阶段发展时，采取发展、繁荣、衰落同一公式，不符合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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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真正的历史，其发展规律，绝不会采取这样一个同一的路程。”①

在批判各家有关中国社会发展史之见解后，翦伯赞指出: “世界其他文化
民族所曾经经过的历史发展诸阶段，在本质上，中国也曾一样经过了的。”
“所不同的，只是在形式上有些差异。”殷代以前，中国存在过原始氏族制
社会，殷代为奴隶制社会，但没有发展到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典型程
度，表现为 “亚细亚的”形态。从西周到鸦片战争为封建制社会，西周为
“初期的封建制”，从秦以后转变为 “专制的封建制”即封建制的 “东方
的变种”。封建社会的末期中国的布尔乔亚 ( 资产阶级) 已经开始了自己
的历史行程，但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中国被迫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国社会开始新的转变，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开始向独立自由和幸福的社会转化的过程②。可以看出，翦伯赞有关
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系统认识，建立在反思和总结社会史论战的基础上，

同时克服了社会史论战时期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地运用唯物史观的弊端，

标志着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所达到的新高度。

在 《略论中国史研究》一文中，翦伯赞指出研究中国历史，要 “看看
大汉族以外的中国”“再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 “中国史没有奇迹，也不
是西洋史的翻版”“注意客观的倾向，也不要忽视主观的创造” “不要看
不起小所有者”“也要注意宗藩外戚与宦官的活动” “在研究 ‘内乱’时
不要忘记了 ‘外患’”“应该从文化中找反映，但不要被他们迷住”。这些
认识具体体现了翦伯赞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原理研究中国历史的，真正做

到了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

经过翦伯赞等史家的艰辛努力，基本上澄清了社会史论战时期所争论

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商
业资本主义等理论问题，并对社会史论战时已涉及的有关中国社会 “停滞
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上基本上达成了共
识: 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既遵循马克思主义指示的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

律，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尽管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阶段划分的具体时间上
还存在分歧。在此基础上，20 世纪 40 年代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体
系，并成为此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理论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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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关社会史论战中史料运用的审查

在社会史论战中，史料的运用方面也存在着弊端，一是不重视史料，

很少以可信的史料作为研究基础; 二是曲解、割裂史料，以附会理论。在
有关社会史论战的反思中，郭沫若检讨了其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存在的
失误，强调运用正确的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侯外庐提出应当以谨

守考证辨伪方法作为历史研究的原则。郭沫若在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1954 年新版引言中曾指出: “历史研究，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
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但有
了正确的历史观点，假使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

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这其实是他反思和总结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在史料运用上所存在的偏差而提出的历史研究原则。早在 《十批判书》中
的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郭沫若就已经对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
“古代研究上的资料问题”中有关 “文献的处理”“卜辞的处理”“殷周青

铜器的处理”进行了检讨。如他指出 《周易》为战国初年的作品，却一向
被认为是殷末周初的作品，他从前也是这样认为的。在 《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中 “把 《周易》作为研究殷末周初的资料，当然完全是错误的”。在
处理殷周青铜器问题上，因 “无条件地把 ( 罗振玉) 《殷文存》作为殷代
的资料而使用，近来还有不少的朋友以讹传讹，我是要承认我的冒昧

的”①。除了误用史料之外，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还存在曲解史料的弊
端。对此，郭沫若也进行了检讨。如根据社会发展理论，铁器的出现与使
用是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在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他为证
明西周是奴隶社会，提出周代———铁的出现时期，认为周由古公到王季再
到文王，农业发达，“终于把殷也灭了。农业的这样骤然的发展又是甚么
原故? 便是铁器的发明!”② 尽管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均未表明周代有铁
器，他却据 《考工记》 “段氏为镈器”之 “段”可引申为 “‘铁’的意
义”，说明其所做的镈器一定为铁器。 《诗经·大雅·公刘篇》 “取厉取
锻”一语，他解释说: “厉是石器，锻，《毛传》训石，《郑笺》谓 ‘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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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锻质’，则是铁矿之意。”从而论证西周有铁器。“《公刘》这诗是周
初的文字，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在周初的时候铁的耕器是发明了。”① 因铁
器的发现，周室农业发达起来，终究将殷室吞灭了，而且完成了一个新的

社会———奴隶社会。在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中，他指出这种认识是错
误的。“《公刘篇》绝不是周初的诗，锻字的初文即是段字，有矿石，石灰
石以及椎冶的含义，并没有铁矿的意思。我以前根据郑玄 ‘石所以为锻
质’的解释认为铁矿，那完全是牵强附会。”据 《诗经·公刘篇》 “取厉
取锻”一语，“解释为周初已发现铁，作为周人的生产力超过了殷人的根
源。这所犯的错误相当严重”②。通过对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运
用史料方面的纠偏，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如认为

以前将殷代作为氏族社会是低估了其生产力的发展，殷代应是奴隶社会。

所以，他强调: “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
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

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
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有害。”③ 这是在总结社会史论战
中史料之运用所得出的深刻认识。

侯外庐针对社会史论战中学者普遍忽视具体史料，以公式对公式，教

条对教条，以及运用史料的随意性，强调史料考辨对正确研究中国社会史

的重要性，认为 “必须接受清代学者考证的传统”“必须接受卜辞金文家
的传统”④，为中国古史研究的路径之一，并将 “谨守考证辨伪的治学方
法”作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原则。他指出: “科学重证据，证据不
够或不适当，结局就会闭门造车和主观臆度。”具体说来，必须勤恳虚心
吸收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再进一步或改进或订正他们的说法。第一，

要弄清资料的时代，不可张冠李戴。 “例如，引用 《书经》的，如果拿
《商书》当做殷代的作品去论证商世，就会大上其当。如果拿 《周礼》来
论证周初的制度，就会犯错误。”在社会史论战中，郭沫若的 《中国古代
社会研究》中因对有关资料的时代没有考证清楚，就出现过此类的错误。

如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 《尚书》“洪范”篇 “认为确是箕子所作，曾据以

24 理论与史学

①

②

③

④

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3—14 页。
郭沫若: 《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1 页。
同上书，第 2 页。
侯外庐: 《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序言》。



探究过周初的思想”①。因此，侯外庐强调考辨资料的时代应是有感而发
的。第二，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由地下资料解决文献上的问题。“卜辞和
金文出土以来，经过许多专家的董理，成绩是可观的，我们研究古史，地

下资料成为必要的论据了。”第三，必须正确地解读史料。“古书文字有一
定的时代含义，决不能拿现代语的同类字句相比较，否则就会犯望文生义

的错误。因为古人所用词句在字面上尽管和现代的一样，可是实际的意义
有时却是相反的。今文学家常犯的毛病就是 ‘托古’ ‘影古射今’。但是
实事求是的研究，尤其研究古代史，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渲染，以免差之

毫厘，谬以千里。”② 曲解史料，在社会史论战中时有发生，如前所述郭沫
若为了证明周初已有铁器，就曲解过 “锻”字。因此，他对正确理解史料
的强调，也是有针对性的。

侯外庐不但在理论上倡导历史研究应 “谨守考证辨伪的治学方法”，

而且在自己的史学实践中也是遵循这一原则的。如其 《中国古代社会史
论》论及中国古代 “城市国家”的起源及其发展时，根据卜辞、金文和可
信的文献资料，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指导，阐述了中国古代的国家起

源、发展，以及所具有的东方社会的特征。在 《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

一文中，侯外庐概述了其研究的方法和过程，指出: “我研究中国城市国
家的第一个步骤，是首先弄清楚邦和封，城和国的意义，这是考察中国古

代封国和城市国家的成立与发展的先决条件。”根据王国维对 “古邦”
“封”、郭沫若对 “建”的解释，说明 “邦”在最初是用林木或树枝划分
“疆”界，“封”在殷周之际，也是指以树木划分疆界。表示古代社会筑
城的第一个阶段。而所谓 “营国”，即是划分都鄙之制度，比用草木封树
的情况，已较前进步，属于筑城的第二个阶段。“我研究中国城市国家的
第二个步骤，是着重考察它成立和发展的具体过程。”根据卜辞 “封邑”

的记载，说明 “邑”在殷末已在成立的过程中，但处于初期的阶段。根据
《诗经》有关篇章，论证以公刘时代为起点，到太王、王季之 “作邦作
封”，周人开始进入了分国分野的时期。文王继承祖业，又作邑于丰，处
于建国之中，武王时期经济繁荣，人口蕃庶，牧野一战，击溃殷国，俘获

了殷民，奠定了周代国家。武王、周公时代大规模的封国，从东营洛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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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春秋初年的所谓 “诸侯城楚丘而封卫”，可以说是城市国家筑城建国的
一串历史。

到了春秋时代，这些封国由于领土的扩大，人口的增加，出现了拿

邑封大夫的现象。随着政权下移，大夫们各自有了自己的都与国，从而
产生了春秋时代特有的畸形的国家形态，即 “两政藕国”。所谓 “藕
国”，即是两个都城。这种 “藕国”表明氏族制度的分化，但不是氏族
制度的结束。为了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发展路径，侯外庐对先秦时期的
城乡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 “我研究古代城市国家的第三个步骤，是进
一步考察了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因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历史的矛盾可

以总括在城市和农村两者对立的各时代形态中。”通过对古代封国的研
究，知道了周代的城市和农村，在封疆之内的叫作 “国”，在封疆之外
的部分叫作 “野”，国又叫作 “都”，野的范围便叫作 “四鄙”，这正是
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和农村的划分。古代社会这种都鄙之别，在于城市握
有对农村的支配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正是由古代氏族贵族的土地国有
和氏族奴隶的集团劳动者二者结合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由于土地的国
有形态，生产者也是国有形态，在上的氏族贵族掌握了城市，在下的氏

族奴隶住在农村，这就使两种氏族纽带所结成的密切关系，却不容易联

结在土地上面，像古典国家那样向第二阶段 ( 显族阶段) 发展，而是形

成了城市和农村特殊的统一和古代氏族贵族的专属。这种城市和农村的
不可分割的统一，正是马克思所说的 “亚细亚的历史”。中国古代 “城
市国家”就具有这种亚细亚特性。

不难看出，侯外庐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理论指导，以征信的资料

作为基本的立足点，“谨守考证辨伪的治学方法”，揭示中国国家产生、发
展的具体路径，以及中国早期社会发展的特征。

郭沫若、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关社会史论战中史料运用问题的
检讨，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运用史料的原则和实践，对中国史学尤其是马

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纠正了社会史论战时公式主义、教条主义
盛行的学风。翦伯赞指出: “我以为新的历史学家，在现在的任务，不是高
谈方法论，而是应该带着他们已经知道了的方法，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

库，去用历史资料来考验方法论。”认为研究历史的方法 “就是从历史事实
中发见历史发展的原理原则; 再用这种原理原则去说明历史的事实。”“要找
出历史发展的原理原则，还是要记得 ‘历史事实’。多记 ‘历史事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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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方法’之基本前提。”对之前完全否定的实验主义者，也肯定他
们在史料整理方面的功绩，“我们不是说，这种琐碎的研究工作，对于研究
中国史，不是必要的。反之，我们觉得这正是研究历史的一个前提工作。”①

王学典论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时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已由原来的偏重方法向方法与材料并重的方向转移②。这种变
化，是建立在清算社会史论战史料运用弊端的基础上的。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学风的提倡

社会史论战中教条主义地运用唯物史观、忽视或曲解史料所造成的严

重后果，就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盛行，史学研究以引经据典为能事，难
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揭示出中国历史发

展的特点和规律。因此，在总结、分析批判社会史论战的基础上，马克思
主义史家思索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结合起来做统一

的研究，实现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中国化。侯外庐在这方面作出了艰苦
的努力。他指出: “10 年 ( 即 1931—1941 年。作者按) 以来，我常常考
虑着一个问题: 讨论中，有两种明显的偏差; 一种是公式对公式，教条对

教条，很少以中国的史料做基本立脚点; 另一种则是，形式上占有了一些

中国古代的材料，而实际上忽视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法则。”他认为
“问题的本质在于没有找到研究古代社会的科学路径。也就是说，还缺乏
正确的方法论，来处理中国古代浩繁的史料。”③ 为此，他提出研究中国古
代史，在弄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谨守考证辨伪的治学原则的基础上，

还必须 “把中国古代散沙般的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古代发展规
律，做一个统一的研究”。这种研究 “就一般的意义上说，这是历史科学
中关于古代社会的规律的中国化。就特殊意义来说，这是氏族、财产、国
家等问题的研究在中国的引申和发展。”④ 这就是他提倡的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的三原则: 一、确立中国的古代，是 “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主导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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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 《略论中国史研究》，在《历史哲学教程·附录》，第 259—260 页。
参见王学典《从偏重方法到兼重材料———40 年代后期唯物史观派的动向之三》，载《20

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侯外庐: 《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08 页。
侯外庐: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代; 二、谨守考证辨伪的方法; 三、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古代史料结
合起来，作统一的研究。他认为自己就是以此为标准从事学术研究的。
“我的治学一贯朝这条路子走，是用了些精力的，但究竟做到了几分，则
没有把握。我始终相信，这个方向是正确的。”① 一方面，他花费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 另一方面接受清代考据学的传统，吸收王国维、郭沫若的研究成果，

对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的史料进行了一番清洗，认为应以卜辞金文为经，古

史断简能定年代之信征者为纬，绝不轻信古书。他将这两个方面所得结合
起来，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路径。

在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侯外庐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中心，

依据卜辞、金文以及可信的古书上的材料，从氏族、财产、国家起源的东
方具体的路径着手，揭示出中国文明发展的独特路径———不同于希腊、罗
马的维新路线，即希腊、罗马进入阶级社会是革命的路径，冲破氏族的束
缚，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建立国家; 中国走的是改良的维新路径，氏

族制度保留在文明社会中，就是中国古文献上所说的人唯求旧、器唯求新
的 “其命维新”的奴隶社会; 回答了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如中国
古代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国古代
文明起源的特殊路径、中国古代的政治结构的特点及法律、伦理的起源发
展等。白寿彝先生论及侯外庐的学术成就时曾指出: “他研究中国历史是
想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

化。”“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到新的阶段。”② 从白先生的评价
中不难看出，在总结社会史论战基础上的中国历史研究已经克服了公式主

义、教条主义。

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看，社会史论战结束后的 30 年代末至 40

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发展时期。这固然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进的，

但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反思、总结社会史论战
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的深入研究阐发，对史料的重视，以及对公式主义、教
条主义的摒弃。20 世纪 30 年代末至 40 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社会史论
战在理论上、史料上，以及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所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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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中国历史的原则，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出了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
泥沼，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发展成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 “中国通史撰述与 20 世纪中国史学研究”

( 15XZS001) 的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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